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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人格与技术人格:人工智能
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框架

梅夏英*

摘 要 目前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探讨遵循两种路径:一是将人工智能作为具

有高级智能的类人“种群”来进行理论预判;一是探讨赋予当前弱人工智能某种法律拟制人格

来承担责任和享有权利。对此有必要提出“伦理人格”和“技术人格”的区分理论,来界定人工

智能主体地位的不同理论面向。人格区分现象在传统民法中已然存在,它呈现为以人格抽象

程度为标志的人格递进序列,其中存在着两种人格的“渐变”和“断裂”现象。人工智能作为伦

理主体遇到了“自我意识”的难题,目前的弱人工智能尚不能获得独立的伦理人格,规制技术开

发者的科技伦理起主导作用,同时不排除人机交互伦理可能会赋予机器人某种道德性“权利”。

就人工智能的技术性人格而言,如果只是将人工智能作为“个体”进行研究,并无自然人的意思

表示机制和机器人自身财产的支撑,赋予机器人技术人格便不完全具备条件。未来人工智能

的主体性将依照两种人格的路径各自发展,以技术人格的探索先行,逐渐进行伦理人格的塑

造,人类或机器人的伦理人格最终成为技术人格的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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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或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是近年来数字法学的一

个重要理论问题。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法律领域带来了一个富有建设性和挑战性的事实,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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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关系———“人机”关系。这种“人机”关系随着技术的进步快

速演进,成为未来数字法学甚至整个法学必须面对的一种基础关系,并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

的立法进程。“人机”关系在法律上之所以具有历史性的、突破性的意义,主要原因在于它将深

刻改变未来社会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人与机器(主要指人工智能)将由传统的

“主客体”支配关系转向一种深度“合作”关系,并遍布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可预见的人机融

合的未来社会场景中,法律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以及赋予人工智能何种法律地位,成为数字法学

必须回答的问题。当前法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问题已经进行了探讨,并主要局

限在私法领域,这是由于在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状况下,私法领域的讨论已经具有相对确定的

现实意义,因为它在解决诸如无人驾驶、医疗机器人、机器代理等领域的责任承担以及机器作

品的创造者和权利享有者的界定等问题上均有所建树。但基于人机关系的普遍性和公共性,

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问题在公法领域亦有充分的讨论空间。针对当前私法上关于人工智能法

律地位问题的讨论,本文拟在传统私法的基础上,依据传统私法所隐含的(未被充分揭示的)两
类主体内涵的差异,梳理人工智能在私法主体领域的两个面向或诉求:伦理性人格和技术性人

格,并将之作为基础理论框架,分别探讨人工智能在两种人格类型上的意义和现实可行性,最
后尝试性地提出理论展望,即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是否将如传统民法主体制度一样,呈现出以

“抽象度”为标志的两种人格融合场景。

一、人工智能主体性的两个理论面向:伦理性人格和技术性人格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私法探讨,将人工智能纳入到传统民法的“人法”部分予以

统一回答,并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目前成为大多数人支持的

主流观点,该说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成为民事主体并不现实,其主要理由在于:人工智能目前并

不具有人类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亦不具有自身财产,且不赋予其主体地位并不影响法律解决与

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问题;〔1〕肯定说则针对性地认为,对于一种新型民事主体的承认,法律

并不必然要求主体具有人类理性,如法人(尤其是财团法人)就体现为财产的聚合;亦不要求责

任财产的存在,如动物、胎儿和非法人团体等民法上的“有限主体”就与财产无直接关系。〔2〕

显然,如果按照上述理论框架来论证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我们很可能无法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

达成有效结论。其中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两种观点谈及的人格很可能不是一回事,故有必要

对人工智能的人格类型进行区分,并回到传统民法找到这种区分的依据,以做出合理解释。

(一)人工智能主体中伦理性人格和技术性人格的区分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是数字技术为法学理论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问题。在

将人工智能纳入传统法律主体制度予以定位时,除了要与原有制度形成体系性的契合外,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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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良国:“人工智能不应成为法律主体”,载《光明日报》2024年8月16日,理论版;袁康:“破除

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的臆想”,载《光明日报》2024年8月23日,理论版。
参见石冠斌:“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不存在理论障碍”,载《光明日报》2024年8月16日,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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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我们对传统法律主体制度的整体性理解,甚至能在原有体系上有所丰富和发展。就上述

关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当前理论分歧而言,从表面上看,持不同观点的双方都是在对人工智

能能否成为民法上的“人”这一命题进行论证,但实际上双方在人工智能成为民法上的何种

“人”这一立场上却存在显著差别。具体而言,当前人工智能为我们提出的法律主体问题呈现

两种不同的样貌:一是从智能或“自我意识”角度探讨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类人”智慧,或是否可

能超过人类成为强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并以此探讨人与机器的交互关系。〔3〕如果未

来人工智能具有高度智能或“自我意识”,那么它就不能被仅仅局限于人机之间的支配关系中,

而是带有“类人”的理性、种群性、伦理性和社会性,并会穿透民法进入到公法体系;二是从解决

与目前初级智能机器人相关的侵权责任或权利归属的角度出发,探讨运用传统民法中财产性

的“拟制”人格来解决上述问题,这个讨论角度带有浓厚的技术性、工具性和财产性的色彩,其

针对的技术性人格形象与第一种“类人”人格形象具有显著的差别。上述人工智能的两种主体

形象分别遵循不同的理论基础、规范路径和社会功能,基于上述两种形象分别立足于主体的

“伦理性”和“拟制性”,本文在此正式提出“伦理性”人格和“技术性”人格的区分,这种区分似应

成为研究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

具体而言,伦理性人格立足于人格的智性、种群性、伦理性和社会性,以某种形式的复杂系

统的“生命”活性为表征。当前理论界经常非正式地将人与人工智能并列为“碳基生命”和“硅

基生命”,亦可视为某种生命伦理倾向。技术性人格在民法上亦可称为“工具性人格”或“财产

性人格”,指的是立法通过某种拟制技术来创造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这种主体在现实

社会的伦理生活中并不必然存在,它的目的是为了在技术上合理安排财产的法律状态和责任

承担者。当然这两种人格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人工智能在社

会不同场景中所扮演角色的视角,且不同角色是可以依据场合而变化的。尽管如此,这种理念

上的区分仍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这种区分可以有效避

免在人工智能主体问题讨论中常见的范畴混淆。基于传统民法的主体制度并未严格区分伦理

人格和技术人格,当前的理论探讨沿袭了传统民法上统一的人格理论,对人工智能的主体问题

做出统一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由此便会导致一个理论误区的出现,即学者常常会用一种人

格形象的必要条件缺失,来否定另一种人格形象成立的可能性。如用人工智能没有理性和意

识这一理由,来否定人工智能可能获得财产法上的“有限主体”资格;〔4〕又如以“未成年人”

“胎儿”等伦理主体没有任何财产亦可构成民事主体为由,来降低对于人工智能责任财产的要

求。〔5〕这种人格错位在传统民法上的自然人上亦有显现(下文将会述及),只是由于机器由

“客体”成为“主体”的假设本身理论跨度过大,故在人工智能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对伦

理性人格和技术性人格进行区分,就可以有效避免上述范畴混淆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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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区分可以有效厘清两种人格的理论和立法路径。两种人格虽然可以毫不违和

地并存于民法中,但由于机器人毕竟不具有自然人的天然身份,故两种人格从一开始就体现出

不同的理论和立法路径。如2017年沙特阿拉伯授予美国汉森公司的人工智能“索菲亚”以法

律公民身份、日本在个案中确立了陪护老人的宠物机器人“帕罗”的户籍地位等,就是将机器人

视为伦理意义上的主体而在公法上做出的法律判断,并不首先体现为私法上的主体。除此之

外,一旦“类人”机器智慧体被法律承认,其首先要考虑的是它在整个社会层面的地位,而不会

首先考虑财产问题,如2016年美国国家公路安全交通管理局认定谷歌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被认为是“司机”,亦是基于智能方面的判断。〔6〕人工智能伦理人格遵循由公法论证确

认后再下沉至私法领域的路径,它更多考虑的是“类人”智能的社会身份(如公民或户籍等)和
社会权利(如选举权、自由权、财产权甚至家庭生活的权利)等,继而会在私法上得到体现。而

传统私法对于人工智能的主体界定则只能局限于民法范围内,通过技术拟制人格来解决财产

地位和责任承担等私法问题,这种拟制人格无法延展至公法体系。如果立法不明示人工智能

人格的类型,我们就无法判断将其安置于何种法律范畴,如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

会曾主张赋予人工智能“电子人”的法律主体身份,这种抽象的主张并不能明确“电子人”属于

何种人格,故无从将其纳入合适的法律领域予以讨论。〔7〕

最后,人工智能伦理人格的理论颠覆性远远大于技术人格。对当下尚未达到人类智能程

度的机器人赋予某种工具性人格,只是民法的拟制技术以及法解释学的运用问题,只要形成逻

辑闭环即可(尽管障碍重重),并不会对现实社会的公法秩序造成实质影响。而一旦人工智能

具有“类人”的伦理人格,则会产生颠覆性的社会变革,甚至法律本身亦会受到巨大的冲击。比

如,如果人工智能具有“类人”智慧或自我意识,那么人类的法律如何能有效约束他? 〔8〕换言

之,人类是否有能力为具有高度智能的另类智慧体立法,以及人工智能是否愿意听从人类的安

排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转化为,人类如何与另一个“硅基”生命种群和平共处。比如

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为机器人设定的三个伦理定律并没有得到技

术上的有效支持,当前的自动驾驶尚未能保证完全遵守上述定律。又如,由于人工智能缺少时

间概念,无自然衰老死亡,亦无生物繁殖能力等人类典型特征,它是否能分享人类的律法规则,

以及人和机器之间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如何形成和发展,目前完全无法想象和预知。故伦理性

人格的意义更为宏大和深远,有必要与私法领域的财产性人格分开探讨。上述对于两种人格

的理论假设必要性的论述,部分地超出了传统的理论背景,但通过一定的理论想象,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认识上述人格区分的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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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人格区分的民法学溯源解释

伦理性人格和技术性人格的区分在传统民法中已然存在,只是这种区分并未在“人法”部

分得到彰显,并被正式地作为讨论民事主体的理论工具。其直接原因在于,民法上对自然人作

为伦理主体和财产主体的双重身份并未进行区分,而是将自然人与作为财产主体的法人(还包

括非法人团体)并列,以此形成人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9〕但两种人格的区分是客观存在

的,时常会造成民法理论上的困境甚至体系上的紊乱。如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Dieter
 

Medicus)认为,亲属法和继承法规定了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的生活事实,而物权和债法规则体

系不是基于生活事实的相似性,而是基于法律后果层面上的相似性。他揭示了,基于生活中的

伦理共同体形成的人身法人格与基于财产占有和交易形成的形式化技术人格具有本质的不

同,并进而提出:“民法典的人法部分仅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人们几乎不可能从这些规定

中推断出一般性的结论。”〔10〕另一当代德国学者罗尔夫·克尼佩尔(Rolf
 

Knieper)则从财产

的角度指出,法人的本质是对财产的法律调整,丝毫不涉及个人身体体格的调整。〔11〕这说明

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民法上两种人格的存在,只是未对民法典的人法体系做进一步的延伸

论述。

伦理人格与技术人格的区别在民法体系中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两者所依赖的人格原型

不同。伦理性人格针对的人格原型是具有生物性、伦理性和社会性的自然人,并调整基于上述

特征而形成的亲属关系和人格权关系。而法人针对的对象原型则是围绕特定财产形成的社会

组织、财团甚至单一的独立财产,并在此上形成了抽象的符号化人格,从而完全脱离了人的生

物性形象,进入了彻底非个人化的领域。亲属法上的自然人与法人以何种共性能同时成为民

事主体,至今在理论上仍难以得到完整解释。二是两者在立法上被抽象的性质和结果不同。

基于法律的普遍性,亲属法人格或人格要素会被适当地抽象予以分类,如亲权上的父子、人格

权法上的身体、肖像诸要素等,但始终保留自然人的社会生物性特征。而法人则不以自然人为

立法抽象化目标,而纯粹是对财产的形式化抽象,凭空创造出一个“符号”化的人格,从而实现

了从“自然人”向“非人”、从“生物人”向“观念人”的转变,它与自然人分享的共同点仅在于“权

利能力”,经过技术上的过滤和抽象,自然人与财产实际上处在同一地位。这种理论上的跨越

在统一的人格理论下也很难得到充分解释。〔12〕三是两者的价值基础不同。民法上的主体概

念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它遵从近代欧洲法律对于自然人的平等、理性和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倡

导和显扬,彰显自然人的“目的性”价值,在公私法上分享同样的价值意义。而法人则作为被形

式化的抽象主体符号,纯然由实证法创造,表征的是相对空洞的“手段性”价值,这种技术“拟

制”产物仅具有私法上的形式化意义,并不能适用于公法领域。究言之,这也是德国民法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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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永军:“民法上的人及其理性基础”,《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16页。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78页。
参见李永军,见前注〔9〕,第23页。
参见梅夏英:“民事主体的抽象度问题及其对私法体系的影响”,《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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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主体等价值性概念由技术性概念“权利能力”统一替代后的结果。因为“权利能力”是一个

功能性的概念,一个实体只要能获得权利和承担义务,就可能成为民事主体;而非可以反过来

理解,即先有主体再有权利享有问题,自然人的主体价值在此并未被优先考虑。

除了上述主要表现外,两种人格区分还体现在民法体系中人身法与财产法的显著分野上,

即人身法并不能当然适用民法典抽象的形式理性和概念系统,如果将亲属法、人格权法和继承

法从民法典中抽离,也丝毫不会影响民法典内外逻辑体系的完整。另外,以身份和人格为前提

的人身关系也不能完全适用“权利能力”和“法律行为”的概念规则系统,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对

财产主体能力和财产行为的抽象。

在了解了两种人格区分在体系上的价值后,我们在理论上依然应该承认法人等财产主体

在法律上的正当性和科学价值,只是应当将民法上的相关主体合理地归入伦理主体和财产主

体两大系统中,并适用不同的规则体系。这种区分会给我们解决传统主体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和契机,它的理论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传统民法人格理论没有对自然人的两种人格进行区分,遮蔽了两种人格区分的体系

价值。自然人在人身法和财产法上人格的显著差别,因在民法上被归入统一的“自然人”范畴

而被强制熨平了,这极大地淡化了人格区分在理论和法律适用上的意义。实际上,自然人在亲

属和人格关系中的人格属性,与自然人在与法人财产交往中的属性迥乎不同,按照主体对等原

则,一为人伦主体,一为形式化的“符号”主体,两者完全无法被通约为一种身份。尽管两种主

体都体现为自然人,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在家庭环境中的自然人与一个远在电商互联网

另一端以卡通形象示现的自然人,就可想见两者的巨大区别,也可了解两种交往的民事规则系

统的不同。

其次,两格人格区分可以在理论上明晰民法上多种“主体”的讨论范畴。除了自然人和法

人外,民法存在多种“中间主体”或“第三主体”,如动物、胎儿(甚至胚胎)和非法人团体等,过去

我们都将其纳入统一的主体理论予以定位,讨论其是否具有民法上的“主体”资格或“权利能

力”,实则适用的是抽象的、形式化的财产法主体标准。实际上如果理论上接受两种人格的区

分,则可以将上述主体归入不同范畴:如对于胎儿和动物而言,不存在“主体”或“权利能力”问
题,法律保护他(它)们的目的是基于人伦关系或生物种群伦理,来善待同类或特定生物种群,

与财产并无直接关联,并不需要适用财产法主体规则,直接适用由人伦关系或种群伦理决定的

行为规则即可。〔13〕当前理论上对于胎儿(以及胚胎)、动物等主张的“主体说”“非主体说”和
“有限主体说”等都如出一辙,难以自圆其说,均是用错了人格范畴的缘故。〔14〕对于第三主体

(如合伙)或非法人团体(如筹建中的法人)等,因主要涉及财产关系,则应将其归入民法上占主

导地位的抽象财产人格范畴进行讨论和定位。

最后,人格区分理论对于界定特定主体的人格序列及立法模式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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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参见许可、梅夏英:“一般人格权:观念转型与制度重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4期,第96
页。

同上注,第9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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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存在一个明显的序列性规律,即从亲权到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之间存在一个伦理性递减和

财产性递增的趋势,其中伦理人格和财产人格的转换是在自然人身处不同的民事关系场景中

不经意间完成的,如民间所言的“亲兄弟,明算账”即为适切场景。由此我们可以根据主体所处

序列位置(以“抽象度”为表征)来确定特定主体适用的私法规则领域。如对于人格权而言,其
主体人格仍属于伦理性人格的范畴,只是其伦理性较亲权稍弱,但与财产性人格有本质的区

别,故人格保护无法在传统“人法”中解决,因为民法中以“权利能力”为基础的核心人格理论主

要针对的是财产法人格,无法调整伦理性的人格内容。〔15〕同时亦不能通过侵权法来获得完

全的保护,因为侵权法解决不了人格利益的法律内涵和人格要素法定的问题,故通过人格权法

来调整是较为妥当的方法。其他如环境法学界一直有学者倡导的“环境法人”等,由于其针对

的主要是财产责任和赔偿受益对象问题,故应归入财产人格序列讨论。〔16〕关于不同民事主

体的序列定位,下文将会进一步涉及。
上述关于伦理人格和财产人格相区分的讨论,对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探讨亦具有

重要意义,并将构成未来研判人工智能法律地位问题的理论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在

主体领域正在同时沿着两种人格路线展开,并展现出不同的理论意趣和走向,对此下文将分别

进行阐述。

二、伦理性人格:人工智能作为新的智能“种群”?

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激发了当代社会对于人工智能具有类人智慧,甚至越过

“奇点”成为超级人工智能的想象。〔17〕过去的几十年里伦理学和社会学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前

瞻性研究,而法学界则相对保守,对于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具有人类意识的独立主体一直持审慎

态度,其中,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人类理性或自我意识又是重要关切点。〔18〕

(一)理性抑或自我意识?
   

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理性能力是近代法律建立的重要理论前提,它决定了法律主体固有

的理性基础和道德实践能力,近代私法和经济学均将理性人假设作为社会主体的理论基础。
当前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人类的理性与能否成为伦理主体具有直接关系。从目前的智能程度上

看,人工智能已表现出类似人类的“理性”能力,如自2016年谷歌开发的“AlphaGo”战胜韩国

选手李世石之后,ChatGPT生成式大模型系列在应对人类重要考试中陆续超过人类,据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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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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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银良:“从三维人格同一性探究人格权的客体”,《中外法学》2024年第5期,第1220页。
参见李光禄、郑德光、陈国申:“环境法人的构建”,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福

州大学法学院主编:《探索·创新·发展·收获———2001年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山东科

技大学应用法学研究所2001年版,第129—131页。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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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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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s
 

Transc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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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Vi-
king

 

Penguin,
 

2005,
 

p.
 

203.
参见杜严勇:《人工智能伦理引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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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发布的ChatGPT-4o1在“推理”方面已经达到博士能力水平。〔19〕这种计算智能还将在算

力、算法和数据的增强和优化下继续发展进化。理性能力在传统理论中是相对于非理性行为

(如情绪、欲望等)而言的,它体现在对客观事物的感知、辨识以及推理和选择能力。就此而言,

计算智能似乎符合人类理性的表面特征,它们均以冷峻的、一丝不乱的程序执行者著称,但以

此认定人工智能具有人类理性还远远不够。其原因在于,人类的理性能力可以自然延伸至道

德能力上,对此人工智能尚不具备;另外,人类的理性能力意味着人类能够内观反省自身,认识

到自己的存在,并通过调整来完善自身,这一点当前的人工智能亦不具备。由于人工智能算法

由人类设定,也是人类理性的延伸,故“理性”标准在衡量人工智能主体性上并不是一个好用的

概念,实际上按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标准,主体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思考时,才能成为理性

人,法律真正应该关注的其实是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我意识”。
   

关于人工智能可否具有自我意识,目前理论界和产业界对此分歧甚大。如西方人士霍金、

马斯克以及加拿大学者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等对人工智能可能进化为超过人类

的自主意识体表示深切的担忧,认为人类对此应高度警惕,提前谋划应对。英美学者如罗杰·

彭罗斯(Roger
 

Penrose)、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燕乐存(Yann
 

LeCun)等则认

为人工智能离具有自我意识距离尚远,甚至在理解、想象、直觉和创造力上永远达不到人类意

识的水平。〔20〕否定的立场大致体现如下:一是人类意识并不能通过计算获得。基于库尔

特·哥德尔(Kurt
 

Gödel)的自指理论以及“理发师悖论”,图灵认为计算机并不能完全判定自

身是否会“停机”,这就构成算法的根本逻辑局限,类似于人不能反观自身,而反观是自我意识

的基础。彭罗斯则认为意识不是一个机械的计算过程,而是源于大脑微管中的量子过程,量子

状态在量子引力的作用下坍缩,这一瞬间的变化就是我们意识体验的来源。〔21〕二是意识并

不完全来源于大脑。有学者认为,意识没有存在于大脑中的生理基础,甚至记忆也不存储于大

脑中。〔22〕乔姆斯基则认为语言能力是人先天的能力,人类意识只是处于语言思维的表层,并

不完全由基因进化决定,当代的机器学习依赖于暴力计算,并没有真正的思维和意识。又如彭

罗斯认为意识不仅仅是大脑的产物,它还与宇宙的基本结构有深刻的联系,意识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着现实的结构,并意味着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23〕三是机器学

习只是软件的暴力计算,目前看不到它会发展到人类意识的迹象。如燕乐存认为,目前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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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大模型尚缺乏人类基本的推理、想象和长久记忆能力。亦有一些学者认为,大型神经网络算

法只是面对过去的事实数据,无法提供面向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算法仍无法脱离人类意志

的支配。与此相反,肯定的立场则更多地集中在工程学上,以探讨意识与智能、体验、情感等的

区别和上述事物的生成机制为核心,并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性理论和流派,在此不一一赘述。
   

从认知科学、脑科学和量子科学等角度探讨人类意识问题,属于纯粹科学探究,但对于法

学研究人工智能主体问题却是必要的。因为人工智能“意识”问题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关

口,它直接决定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角色定位。虽然目前关于人工智能能否具有自

我意识尚未有定论,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生物意识和硅基意识有可能分享

不同的技术路线。目前人工智能因快速发展而呈现出来的高度“自主性”和“智能性”,让人们

对大型数字复杂系统涌现出类似“意识”的事物充满期待。当然在目前人工智能未具备人类意

识的情形下,法律还无法将其直接赋予伦理人格,但以深度学习为标志的具身机器人已然出现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并为我们提出了有关科技伦理和人机伦理的现实问题。
(二)科技伦理和人机伦理

在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类人意识尚不确定的情形下,当今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治理已经被

提上日程。人工智能伦理相对于法律而言,更多地是鼓励科技向善,促使业界制造出可信的、

安全的以及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无论是人际间的伦理规范,还是种群间、人机间的伦理规范,

其核心要义均在于践行对人类、生物种群以及特定智能体的尊重,大多数伦理规范无法直接上

升到强制性的法律层面。就人工智能伦理而言,目前存在着两个维度的伦理要求:一是约束人

类开发行为的科技伦理,一是关于人类如何对待机器人,并与机器人的和谐相处的人机伦理,

以下简述之。

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目前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依托,旨在避免人工智能对人类和社会造

成伤害。在谷歌公司将“别作恶”(Don􀆳t
 

be
 

evil)作为公司的座右铭之后,当今较有影响力的人

工智能伦理为一群美国科学家倡导的《阿西洛玛人工智能准则》(2015—2017),该准则共23
条,最后5条明确体现为对超级智能的预知和应对。〔24〕近几年国际组织如欧盟、美国电气工

程协会(IEEE)以及各大公司等都提出了自身的人工智能道德框架,中国也于2019年发布了

《人工智能北京共识》。上述倡议存在的一个共同点是可操作性甚弱,与技术实施并不同步。

如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1939年即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成为当时对人类和机器人保护

的基本理念,但事实上人工算法在技术层面上并不能达到上述要求,如仅仅就判断是否对人类

造成“伤害”而言,人工智能就不能在编码中考虑到所有的相关因素,并选择唯一的行为来达到

目的。“电车难题”则又是另一个伦理命题,它要求人工智能具备一定的道德实践能力,但法律

对人类通过考试获得驾照都不做如此要求,要求人工智能解决上述问题离现实生活过远,且这

一伦理难题并没有统一答案,发生的机率甚微。实际上基于对不确定未来的设想,科技伦理目

前承载了太多口号性的内容,在发展阶段对人工智能要求过高,如要求人工智能具有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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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这是不符合目前行业发展实际的。〔25〕

针对上述问题,一个合理的做法是先确定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带来的诸种负面影响,再通

过技术上的要求来对科技伦理予以具体化。当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体现在

如下方面:①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问题;②算法异化问题,即算法改变人的工作性质,使人成为

算法的奴隶;③人的基本权利受侵害的风险,这主要体现在人类通过各种风险评估工具(如危

害评估和预测警务工具等),在决定是否对人实施法律手段时代替人做出判断,侵害基本人权;

④机器人杀手问题,即用当代无人机等作为自主杀人武器,用于战场和犯罪活动;⑤算法偏见

问题,即由于数据集的偏差以及设计算法的人本身的偏见,导致算法输出的结果对特定人群造

成不公平的伤害;⑥人工智能造假,当前的算法通过自动化推荐为用户构造了一个与现实不同

的“信息茧房”,为用户制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同时目前也存在一些软件通过“深度合成”技术

制造出假视频、假新闻,制造社会舆情混乱。上述负面影响是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实际后

果,除了失业问题外,这些后果都是通过算法来实现的,而人是算法的设计者,故有效的科技伦

理应主要侧重于算法设计者的伦理约束上。具体表现在:①解释义务,即算法设计者需要对算

法针对他人的决策和行动做出合理解释,但这在机器深度学习(尤其是无监督学习)时代存在

挑战;②设计人责任,即人工智能目前尚不能成为道德智能体,软件本身并不能被追究责任,与

算法相关的责任只能由设计者承担;〔26〕③透明度原则,即算法所使用的数据来源是明确的、

可获取的,算法本身对用户而言也是清楚明晰的。〔27〕总之,通过对算法的伦理约束,机器人

造成的风险和危害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

人机伦理则是关于人机如何共处的伦理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与机器之间的

良性互动和信任达成问题。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具身机器人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主流方

向,亦是人机伦理着重关注的对象。伦理学界较早地涉及到“机器人权利”这一领域,他们重点

关注机器人是否可能享有某种被尊重的权利,不被人类滥用、奴役或虐待。〔28〕具体而言,在

情感机器人、助老机器人和电子宠物的使用情境中,涉及到人的情感依赖问题,甚至有可能动

摇传统社会的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如情侣机器人)。虽然机器人是否享有“有限”的道德权利

目前尚缺乏确定的理论基础,但在主客支配关系前提下,我们还是能够提供两个正当性理由:

一是由动物享有的“道德”权利带来的启示,一是机器人所具有的“高度”智能,这两者分别在

“生命”和“智能”上与人类相似。在目前机器人智能尚未达到强人工智能的阶段,针对机器人

伦理的研究实际上仍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其本质仍然是在规范人类自身,引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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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善待机器人,并给机器人足够的发展空间。如果未来真有具有“自我意识”的超级人工智能

出现,那么人机伦理的叙事方式就会改变,届时人与机器的支配关系将会逆转为两个智能“种

群”的关系,新的“社会”契约将会以无法预知的方式上演。

三、技术性人格:责任主体和权利主体

技术性人格指的是人工智能在财产领域的人格表现,它主要是为了在技术上解决人工智

能带来的责任承担和权利归属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已经大量发生,并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普

遍关注,主要集中在智能助手、机器人侵权领域以及机器人创作领域。目前学界对于机器人主

体地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财产法领域,鲜少涉及对于伦理性人格的诉求。倡导机器人享有某

种法律主体地位的法律主张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特定的技术事实,即因机器人显著的“自主性”

而产生的“自动化风险”,它的行为后果已经不能被自然人的“过错”规则所涵盖。〔29〕基于此,

国外有专家提出了赋予机器人主体地位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将机器人当作“主体”缺少事实基

础,因为目前机器人确实不能算是“人”;另一方面,一旦把机器人当作主体,又会面临机器人是

否享有自然人的公法权利、亲权和人格权等问题,显然又失之过宽。〔30〕这种“两难”困境实际

上并不确定存在。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上文所提出的两种人格区分理论进行理解,其并不会成

为理论难题,因为在财产法上通过拟制赋予某种实体以“人格”,并不一定要求该实体是自然

人;同时该实体具有某种形式化的财产人格以后,也不一定享有以生命形式存在的自然人的伦

理人格权利。将这种主体资格定位于纯粹技术性财产人格领域就可以顺利解决上述问题,这

也是本文反复强调两种人格区分的重要原因。人工智能的技术性人格目前体现在两个场景,

一是对于责任分担主体的诉求,一是对于人工智能作品的权利主体地位的探讨,两者在理论逻

辑上并不重合,亦不属于同一技术人格体。

(一)责任主体

在侵权责任认定上,如果依照传统法律能够追究设计人、销售者或使用人的责任,就不需

要机器人成为责任主体。如上文所述,机器人独立承担责任乃源于不可控制的“自动化风险”,

它是在与机器人相关的民事主体不存在过错的情形下产生的。这里的“责任主体”的在民法上

应属于主体的“行为能力”范畴,“行为能力”在民法上既包括从事合法行为的能力,又包括对不

法后果承担责任的能力,责任能力属于后者。但机器人是否同时享有“权利能力”,按照传统理

论似乎应当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在民法上权利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前提,但在人工智能上却不

一定如此,这也反映出高度自动化智能给法律带来的理论挑战。以下以智能合同和机器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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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为例来做简要分析。

智能助手既包括如亚马逊的“Echo”或苹果的“Siri”等虚拟助手,也包括机器人管家等具

身机器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够为主人从事诸如网络预订、购物等民事行为。智能助手在实

际工作中带来的问题是,它常常会给使用人带来不必要或“错误”的订单,这就涉及到合同的效

力问题。一般来说,机器人只是听从人类的指令行事,所以在法律上没有必要将其作为合同主

体,但交易却是由机器人操作完成的,那么在民法上就存在是否可以适用代理关系的问

题。〔31〕在代理关系中,意思表示的传达和接受都要求双方具有法律主体必备的“意思能

力”,但智能助手除了按指令和程序行事外,并没有超出特定事项的“意思能力”,另外即使

智能助手能成为代理人,也无法承担无效代理的法律后果,故赋予其主体地位显然用力过

猛了。对于自动化和程式化交易,我们很难以“错误”或“误解”为由来对交易相对人主张合

同效力存在瑕疵,除非明显存在其他的指令人如“黑客”或“幼儿”等。故依合同主体和代理

人来界定智能助手的地位,都不能与传统民法理论很好地融合。实则这里面涉及到的根本

问题在于,用户对于因智能助手不合预期的交易造成的损失由谁承担? 对此传统的法律无

法自行解决,从而形成了新的“责任漏洞”。〔32〕有德国学者反复提出通过“部分权利能力”来

解决机器人代理问题,但主体的此种界定亦无法解决责任承担的问题。〔33〕实际上由智能助

手来承担合同责任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在针对机器人的新的责任模式被创造出来以前,只能

由用户自己承担。

侵权责任则是学界和业界更为关注的问题,因为机器人造成的损害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日

益增多,如机器看护有可能对家庭成员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医疗机器人会造成自主范围内的

医疗事故,自动驾驶亦会因交通事故对乘客或行人造成伤害等,都会产生新的侵权责任问

题。〔34〕这方面的案例和讨论颇多,本文不作具体分析。总的说来,基于“自动化风险”带来的

侵权风险,国内外学界倾向于通过“替代责任”和“危险责任”来追究侵权责任。〔35〕前者主要

是类比监护责任和雇主责任,后者主要是类比动物责任和高度危险责任,基本上都是通过严格

责任来防范自动化风险。但替代责任面临的障碍是,人工智能并不能像未成年人或雇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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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为可被充分预见并可以被有效控制,它涉及的主体和环节过多,很难通过界定自然人

的“注意”义务来确定合适的责任主体。另外,这里还要首先解决一个人工智能自身是否已经

具有某种“人格”这一前置判断问题。“危险责任”面临的困难则在于,人工智能不似“动物”具

有独立生命且不可控制,而是由人类设计创造并服务于人类,实际上它在应用中并不“危险”,

其安全性甚至普遍高于人类(如无人驾驶),采用危险责任会对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并且面

临风险转嫁、保险费用高昂等问题。〔36〕严格责任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并非灵丹妙药,其原因在

于,作为当代智能工具,人工智能总体上仍然由人类设计和支配,且处于技术进化过程中,它产

生的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也只能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责任追究应朝着促进技术进步的方向

发展;通过强制保险和赔偿基金池等完全由社会分摊风险的做法,无助于促进开发者通过技术

进步来减少甚至消除风险的发生。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仍应坚持传统侵权

法的原理,通过产品责任规则来追究开发者的侵权责任,通过过错规则来追究使用者的侵权责

任。这种理念在目前情况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37〕

现在回到人工智能的财产性人格问题。赋予人工智能财产性人格完全是另外一个思路,

它意图通过机器人的独立责任使其他主体从侵权责任中解脱出来。这种思路仍然是通过类比

“自然人”或“法人”的财产性人格来确立一个新型的机器人“人格”。在技术上拟制一个法律人

格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但跟伦理人格不同,技术人格具有强烈的目标导向,即法律通过某种

程度上不存在的“人格”来解决财产问题。显然机器人的财产人格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具体原

因在于:一是独立的机器人并没有社会交往的独立意思表示能力。机器人不似法人,法人虽然

亦没有“法人”自身的意思表示能力,但它可以通过内部治理机制中自然人的组合产生出意思

表示能力。当前的弱人工智能尚不能脱离人类指令自由交往,并形成自主财产关系。二是单

个的机器人没有独立财产和责任能力。由于机器人缺乏伦理人格,故不能获得属于自身的财

产,法律上设计的最低资产要求或者强制责任保险都是由相关参与人(生产者、所有者或使用

者)贡献的,机器人并没有实际承担任何责任。三是机器人的财产人格无助于促进技术进步来

预防损害的发生。即通过机器人独立承担责任将开发者从责任中解放出来,不仅无助于技术

开发者通过技术进步来预防损害的发生,而且对机器人的未来重复侵权行为毫无作为。四是

除了财产责任外,法律无从对机器人直接追责和惩罚,比如包括法律上的停止侵害、消除危险、

赔礼道歉等救济手段,以及刑事责任的追究等,都无法实现。〔38〕总而言之,目前探讨赋予机

器人财产性人格尚为时过早,机器人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同时兼具伦理人的形象和工具人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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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综合性幻象,使我们时常在两者之间来回跳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

智能出现之前,为一个单独的、没有“自然人”和“自身财产”依托的人工智能机器赋予技术性人

格,可能性甚微。

(二)权利主体

上文主要是从承担侵权责任的角度,论述了机器人作为责任主体的理论困境。与此同时,

当前在生成式大模型领域却存在着人工智能的权利主体问题,即ChatGPT系列可否对其生

成出来的文字、视频等作品享有知识产权。此处的“权利”主体与上文中的“责任”主体并不属

于同一语境,前者蕴含的“创作者”带有较强的主体性人格色彩,且以权利能力作基础;后者则

完全以责任承担为导向,仅作为侵权责任风险化解的工具存在,不以权利能力为基础,但在人

格区分中都属于技术性人格范畴。目前关于人工智能著作权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即作品的“可作品性”和人工智能的“可主体性”,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且相互影响,实际上

可归结为同一个理论基础,即是由主体性决定作品性,还是由作品性决定主体性。限于篇幅,

下文简述之。

就第一个问题即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而言,目前在理论上

赞成者居多。其主要理由在于,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具有独创性和艺术审美价值,符合法律上

对作品的基本要求,通过著作权保护可以达到鼓励创新的目的;〔39〕反对的理论较少,主要还

是认为创作是专属于人的活动,给机器生成作品赋予著作权会陷入“有成果必有作者”之谬

误。〔40〕从客观形式上看,机器生成的作品无疑具有与人类作品相似的稀缺性和社会价值,甚

至“艺术”水准还要高于人类,故问题的焦点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是否可纳入著作权范畴

予以保护。显然,从外在作品形式角度就认定机器生成的作品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有些

过于简单了,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应在“作品”之外,体现如下:

一是对作品予以著作权保护是近代印刷术和工业革命兴起后的产物,它具有特定的历史

和技术背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人类的创作作品并没有受到法律保护,而是由人类成员

自由分享。二是近代以来法律对“作品”的保护主要是激励创新,促进艺术文化的繁荣,但事实

上著作权法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法律强调“作品”的独创性不在于客观的和历史的创造

性,而在于基于人类心理和思维个性的“心理创造性”,但很显然当今著作权几乎对所有个人创

造的作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生活和职业、有价值或无价值等)都予以保护,没有任何客观价

值的“门槛”,其激励创新的功能让人怀疑。〔41〕三是如果认为“非人”创造的作品亦成为著作

·93·

伦理人格与技术人格: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框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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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第137—147页;吴汉东:“论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实务、法理与制度”,《中国法律评论》2024年第3期,第118—120页;曾田:
“AI时代著作权独创性标准适用问题研究”,《经贸法律评论》2024年第4期,第142页。

参见王迁:“三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位”,《法商研究》2024年第3期,第196—

197页。
参见丁晓东:“著作权的解构与重构:人工智能作品法律保护的法理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

年第5期,第116—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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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上的作品,那么可以想象,大自然为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自然作品,动物亦为人类创造

了丰富的生态作品,并成为人类在观光旅游中欣赏的对象,是否亦应为之设定一个“作品”和

“作者”呢? 四是通过“作品”保护机器人生成物,并不能有效维持目前的人类作品保护。它给

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机器人以大规模的“创作”取代了人类通常水准的创作,并使人类只有通过

高水准的创作才能获得社会认同和经济利益,这就如同传统社会的艺术家和工匠,近代机器化

生产取代了大部分工匠的工作,艺术家只有专注于独特性和高水准的创作才能获得社会的青

睐。除此之外,尚有作品法律保护可能性的问题,如传统版权是通过出版环节的版税来实现经

济利益的,互联网时代这一环节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化了,这意味着作品通过类似纸质时代“锁

定”作品利益的方式会被无差别的网络分享所冲击,对于人工智能作品而言,它在系统里随时

大规模地生成、复制和流动,作品的确权和利益实现缺少稳定可靠的“锁定”方式,作品会惯常

性地溢出到公共领域。基于以上考虑,通过所谓的“作品”来决定“主体”的方式并不完全符合

社会和生活常识,甚至有些本末倒置。

就第二个问题即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作品主体而言,由于上文已对机器作品的“可作

品”性进行了质疑,故主体性问题相应地也不会存在。但为了使问题更清晰,不妨也从主体角

度来做一番设想。设若我们将人工智能作为创作主体,它会面临以下困难:一是人工智能在目

前的技术条件下无法自主创作,它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智能工具,并接受人类的指令自动生成作

品。二是人工智能目前缺少自我意识、想象力和直觉,它生成的作品可能具有历史创新性,但

绝对缺少心理创造性,而后者是“作品”的灵魂。〔42〕三是人工智能作为创作人,与著作权服务

于人际域的初衷相违。著作权是人类的创造并服务于人类,它调整的是人际关系中的创新激

励和利益分配,也是私法在近代的权宜性创造,它不似财产和人格具有历史纵深感,而是可供

取舍的技术性的权利。故著作权理论不能改变自身小口径之外的大口径问题,有关机器人人

格和财产的相关问题应当在基础法理层面上予以深入探讨。四是人工智能作为创作人,并不

能实实在在地享有和行使权利,亦不能因此承担责任。

基于此,学界将目标转移至人工智能的用户上,以论证用户取得作品著作权的合理性。关

于此问题的讨论甚多,在此仅简要陈列几项主要理论障碍:一是用户的创作行为并没有被有效

坐实。将通过指令、提示以及参数设定等方式由机器人生成的作品,归之为用户的创作,失之

勉强,为众多案例和学者所不认同。〔43〕二是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取决于投资人、开发人、所有

人和用户等多个主体的共同贡献,其中开发者的贡献应占主导地位,故人为设定用户为主体失

之武断。人工智能是复杂的技术综合体,我们无法在错综复杂的“主体”丛林中任意指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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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欧阳友权:“人工智能创作的艺术隐忧和伦理边界”,载《光明日报》2024年7月20日,第9版。
参见菲林律师事务所、百度网讯科技公司著作权侵权案,北京市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

0491民初239号。该案法院认为原告利用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内容不是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获得,
原告不享有著作权。参见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
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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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人。三是如果指定用户作为著作权人,那么他应同时承担与作品相关的责任。如果机器

人作品中涉及到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用户作为创作人就应当应承担相关责任,试问这种情

况该如何处理? 其他不一一赘述。

基于上述分析,当今关于机器人作品及主体问题的探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思维惯性的影

响,即只要存在“作品”,就会有“主体”存在,反之亦然。人工智能的“作品”和“主体”问题实则

为同一问题,一项不成立应当随之导致另一项失效。故人工智能创作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不一

定受传统规则的辖制。我们忽视了除了受现代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外,大量的天然和人工作品

自始以来即由人类共同自由分享,时代的发展亦促使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创造出新的创作激

励机制,而非将有益于人类的机器人作品人为地纳入现有权利框架,以迎合传统社会对所有的

所谓人类“作品”予以平面化和普惠化保护的低水平需求。这一部分主要探讨的是人工智能能

否成为“权利”主体的问题,此处以著作权为例所做的分析,亦大部分适用于其他“权利”场合。

总结本部分的论述,一言以蔽之,将人工智能作为技术人格中的责任主体和权利主体,目前并

没有任何成功案例和成功征兆,除非具有自我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出现。

四、未来人工智能两种人格融合的“抽象度”分析和展望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目前赋予人工智能两种人格面临的理论和实际困难,但

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一直如此。随着智能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对意识大一统理论的探索,人工

智能成为新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智能体并非完全不可能,故我们应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人工智

能的未来。基于这种愿景,在此我们可以尝试对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人格作一个前瞻式

的预想,即假设人工智能具有真正类人的智能,那么它将具有何种法律上的人格形态,以及两

种人格将以何种方式融合并呈现。这就涉及一个传统民法上的人格融合问题,主要体现在自

然人领域。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民法上实际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类人格,但由于

民法理论和结构并未对此进行区分,加之亲属法和人格法体量较小,两种人格被人为地统一于

具有财产法人格底蕴的“权利能力”之下,致使两种人格在自然人上呈现出一种融合或纠缠的

状态,并体现为一种位于伦理性和财产性之间的序列人格体,其中法律对于自然人的“抽象度”

成为度量人格具体形象的重要指标。基于此,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也会呈现同样的特征,以及呈

现何种人格融合状态,值得我们思考。以下就传统民法人格和人工智能人格的抽象度问题做

一简述。

(一)传统民法基于“抽象度”形成的人格序列递进现象

此处所称人格的“抽象度”,指的是民法上在对于人格进行抽象形成具体人格的过程中主

体的被抽象程度。从传统民法体系上看,人法部分看似单一,实则呈现出从家庭身份到法人直

至商法上的上市公司等一系列人格系列,从亲权到上市公司,其主体形态已判若云泥,其中决

定这种人格序列顺位的是私法对主体的抽象程度。它意味着从亲属关系到上市公司经历了法

律一次次的抽象,将自然人从现实中的家庭成员逐步抽象至普遍性的人格权主体、自然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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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法人财产主体直至商法上的商主体等。通过法律的逐步抽象,自然人的生物、伦理和社

会属性逐步褪去,逐渐嬗变成无色无味的“抽象人”,最后在财产法上“自然人”亦被抽象掉,成

为与法人同等的“符号”化财产人格。从人到“非人”、从伦理人至“符号”,其间经历的一个实质

性断裂就在于伦理人格完全变成工具性、形式性的人格。但在民法上这种立体性的人格体系

被平面化的统一人格遮蔽了,致使我们对于亲属法、人格权法与财产法的结构区分失去参考支

点,亦导致在论证民法和商法关系上失去了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尽管从抽象度上我们可以列

举私法人格的递进序列,但财产法上的人格抽象还是根本性的、彻底性的,它与伦理人格最后

仍然保留社会化场景中自然人的生物性和伦理性品格不同,而是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格式化

产物。这种工具人格并不能通用于其他法律领域,而伦理性人格却可以与整个法律体系分享

同样的价值体系。基于此,两种人格的区分在对私法上的人格体系的解释上,既有“渐变”的一

面,亦有“突变”的一面。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的人格对应不同的私法规则体系,这有

利于我们从人格谱系角度区分人身法和财产法、民法和商法的大致界限,亦有利于我们正确理

解由两种人格因素相互渗透带来的“民法商法化”和“抽象人格具体化”的私法发展现象。

对民法上的两种人格进行理论区分,并非要刻意将这种区分绝对化,以解构传统私法的结

构。这种区分类似于几何学上的辅助线具有增进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意义,并不能用来“切割”

现实生活。实际上,自然人在私法人格上担负着基础的功能和角色,它同时具备两种人格生

活,并在人格类型间自由切换且应付裕如,并构成近代以来市民生活的底色。就私法价值体系

而言,技术性人格只是法律的创造,它解决的只是财产领域的归属和效率问题,尽管具有刻板

化和程式化的特点,但最终还是应服务于或回归于社会伦理生活中的基本价值。如拉伦茨认

为,民法最基本的价值还是在于对他人的尊重。〔44〕伦理性人格是技术性人格的基础和归宿,

因为工具人格并不要求自然人在超市购物时设想对方毫无人情可言,也不会要求公司在进行

交易时完全漠视社会的礼节和社会责任。一旦技术人格发展过快,脱离社会基本面并影响社

会正常运转时,技术人格又将披上社会化的具象外衣,来平抑这种失衡。如当代民法频繁关注

诸如消费者、承租人和劳动者等交易角色并予以特殊保护,即当产生“强而智”之人对“弱而愚”

之人的压迫现象时,民法对之干预便成为必要,它是民法对市民社会自我修复功能的体现。但

另一方面,当代商业社会的发展又进一步重塑了传统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尤其是

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普及和演化,使传统社会生活和交易的场景化特征完全消失,以“卡通式”形

象出现的个体电商游走于民事人格和商法人格之间,呈现出“民法商法化”加剧的趋势。总体

而言,伦理人格决定技术人格的底色,而技术人格又将重塑伦理人格的内涵,是未来私法人格

发展的主旋律。

(二)未来人工智能私法人格发展的展望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问题会一直存在,并日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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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文所述,在缺乏自主意识的通用人工智能真正出现以前,人工智能主要体现为人类的智能

增强工具,没有办法在法律上赋予其独立的伦理性人格,并把它当作完全独立的伦理主体来认

定。同时在技术性人格的塑造上,人工智能又面临如何用自身独立财产来承担自主行为的责

任的问题,因为传统民法上的拟制人格最终需要自然人的自由意志和所投入财产的支撑,即使

将人工智能本身当作独立“财产”处理,亦需要自然人意志的支持。对于未来人工智能而言,它

的主体性发展在法律上呈现两种人格并行发展的趋势,且相互促进。就伦理性人格而言,在通

用人工智能出现以前,各类专门人工智能将日益普遍地担当服务人类的各种角色,如上文所述

的情侣机器人、助老机器人或电子宠物等将更加深入地融入到人类生活,并产生人机交互伦理

的诉求,从而客观上产生是否应将机器人当作类似“动物”的第三类主体问题。就财产性人格

而言,尽管目前为促进技术发展,尚不能将相关风险完全抛给社会,财产人格仍有发展空间,只

是它的理论基础与传统民法拟制人格有所不同。传统法人制度依然是自然人和财产的结合,

通过有限责任来形成资本融合和风险限定,而人工智能本身兼具“智能体”和“财产”的属性,只

是体现为“个体”,与“组织”无关,在人工智能体本身尚不能承担责任且无法由自然人有限分担

的情形下,法律可能会创造出超越“自己”责任的另一种社会化风险分担方式,这有点类似于严

格责任对过错责任的跨越,只是这次的跨度更大。在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人类的努

力已经无法由特定主体承担由“算法黑箱”产生的自动化风险,且这种风险通过大型算法的连

接已经成为系统性的社会风险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一种全新的社会风险集体承担机制将

会出现。

在两种人格以及抽象度问题上,人工智能在法律上与自然人遵循相反的发展路径,即与私

法首先将自然人当作生物人和社会人不同,法律对于人工智能是以技术性人格的探讨作为起

点。人工智能一开始即以极抽象的客体形象出现,目前它仍旧处于人类的“财产”领域,并逐步

往伦理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会逐渐被具象化并赋予伦理意义。在人工智能具象

化的过程中,人机交互充当了重要媒介。人机关系是人类从未遇过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关

系,它使人类同时在“智能体”和“财产”之间进行动态权衡,既渴望和担忧强人工智能的出现,

又追求人工智能的利用效益和排斥自动化带来的风险。〔45〕无论如何,人工智能一旦被人类

开启,即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言,技术本身具有生命,它将坚定地朝着自身固有的方

向自动演化。〔46〕同时人工智能兼具“智能体”和“财产”的双重属性,对于法律上的主客体理

论以及线性思维造成了较大冲击,它将使未来社会生活呈现出原子化和系统化相互交织的图

像,人格理论在此种社会场景中亦将呈现出多元化和功能化的趋势,抽象化和具体化同时成为

人格形象的两种工具。可以想象,一旦强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公法首先将确定人工智能的伦理

主体意义,同时人工智能的自主行为和独立财产会随之产生,届时人工智能的财产属性将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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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See
 

Shakuntla
 

Sangam,
 

“Legal
 

Personality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Ro-
bot:

 

A
 

Critical
 

Appraisal,”
 

Indian
 

Journal
 

of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6,
 

No.
 

1,
 

2020,
 

pp.
 

15-22.
参见(美)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熊祥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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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类似人类的伦理生活(如亲属和人格),以及是否也会分享人类

的财产人格和交易法则,只能留待未来去验证了。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legal
 

subject
 

status
 

of
 

AI
 

follows
 

two
 

paths:
 

one
 

is
 

to
 

treat
 

AI
 

as
 

the
 

“population”
 

similar
 

to
 

human
 

beings
 

with
 

advanced
 

intelligence;
 

the
 

other
 

is
 

to
 

grant
 

the
 

legal
 

persona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to
 

the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as
 

to
 

assume
 

respon-

sibility
 

and
 

rights.
 

It􀆳s
 

necessary
 

to
 

puts
 

forward
 

a
 

theory
 

to
 

distinguish
 

the
 

“ethical
 

personality”
 

and
 

“technical
 

personality”,
 

to
 

define
 

the
 

different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AI.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erson-

ality
 

already
 

exists
 

in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which
 

is
 

demonstrated
 

as
 

a
 

progressive
 

sequence
 

marked
 

by
 

the
 

abstract
 

degree
 

of
 

personality,
 

and
 

there
 

exist
 

the
 

phenomena
 

of
 

“gradual
 

change”
 

and
 

“fracture”
 

of
 

these
 

two
 

kinds
 

of
 

personalities.
 

As
 

ethical
 

subject,
 

AI
 

encountered
 

the
 

problem
 

of
 

“self-conscious-

ness”,
 

and
 

thus
 

the
 

current
 

weak
 

AI
 

cannot
 

obtain
 

the
 

independent
 

ethical
 

personality,
 

so
 

it
 

is
 

the
 

tech-

nological
 

ethics
 

regulating
 

technology
 

developers
 

to
 

dominate
 

this
 

issue,
 

meanwhile,
 

the
 

ethics
 

on
 

hu-

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ay
 

grant
 

the
 

robot
 

a
 

certain
 

kind
 

of
 

moral
 

“rights”.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technical
 

personality
 

of
 

AI,
 

if
 

it
 

is
 

studied
 

as
 

an
 

“individual”,
 

it
 

can
 

not
 

make
 

an
 

expression
 

of
 

its
 

in-

tent
 

and
 

own
 

property
 

as
 

natural
 

person,
 

and
 

consequently
 

it
 

is
 

not
 

fully
 

qualified
 

to
 

grant
 

technology
 

personality
 

to
 

a
 

robot.
 

In
 

the
 

future,
 

the
 

subjectivity
 

of
 

AI
 

will
 

develop
 

in
 

the
 

path
 

of
 

the
 

two
 

personali-

ties
 

above
 

mentioned,
 

namely
 

it􀆳s
 

development
 

will
 

be
 

led
 

by
 

technical
 

personality,
 

and
 

be
 

gradually
 

shaped
 

by
 

the
 

ethical
 

personality.
 

The
 

ethical
 

personality
 

of
 

human
 

beings
 

or
 

robots
 

will
 

eventually
 

be-

come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technical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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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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